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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华大基因”启示录（一） 

撰稿人：朱岩梅 副研究员 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 

 

一、“华大基因”是谁？ 

华大基因（全称华大基因研究院），于 1999 年因“人类基因组计划（HGP）”而

生。HGP 是自然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是 21 世纪生命科学的基础和先导，它

的影响将远远超过“曼哈顿”工程和“阿波罗”登月计划。 

2001 年，“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”宣布完成，尽管中国只承担了其中的 1%，而

华大基因承担了中国部分中 87.5%的工作量。但正如杨焕明院士所说：“不要小看这

1%，它代表着中国科学家在未来基因工程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在这个划时代的里

程碑上，已经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。” 

2002 年，中、美、加、日、英等国发起了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（HapMap）

计划，中国方面由北京华大牵头，联合南方中心、北方中心，以及香港研究机构，

共同承担总计划的 10%。 

2007 年 10 月，华大基因绘制完成第一个中国人（亚洲人）基因组图谱（“炎黄

一号”）并于次年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。这标志着我国用短短不到 10 年时间，就在

人类基因组测序上实现了从 1%到 100%的飞越。 

华大基因还多次因为历史性事件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。 

2003 年，华大基因发现了 SARS 病毒的基因组序列，前后过程仅用了不到 38 个

小时，而国外却用了一个月。 

2010 年，《自然出版指数 2010 中国》报告评估，在占据中国前 10 位的科研机构

中，华大基因排名第四，前三位分别是中国科学院、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。 

2011 年，肆虐欧洲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持续蔓延，德方专家找到了华大基

因展开合作。在获得病菌样本后 3 天内，华大基因就完成了对这种新型大肠杆菌的

基因组测序，成为破译并帮助应对欧洲急性肠道病疫情的重要参与方。 

截止 2011 年底，华大基因在《科学》、《自然》、《细胞》和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

上共发表论文 38 篇。2012 年前四个月，又有 11 篇论文被上述期刊发表或录用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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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12 年的磨练，华大基因现已成为基因组学领域中国崛起的代表，并与美国布罗德

研究所（Broad）、英国桑格中心（Sanger）一起被公认为世界上测序能力最强的三

大基因组研究机构。 

在中国，恐怕没有哪一家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院所在短短的十多年间，持续

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上产生如此影响力。而华大基因还是一家民营机构。而华大基

因以论文数量和质量与“主流”抗衡的同时，为了生存和发展，以产养研、以研促

产，2011 年实现年收入已达十几亿元，形成了科技与产业的“连体衣”，得到温家宝

总理高度赞誉。 

过去十多年中，华大基因历经坎坷，从国有到民营，无奈体制束缚，数次变更

身份。今天华大的成就有目共睹，然而却仍然被“主流”学术界边缘化。主要原因

有三点：第一，学术上的争议；第二，学术界的利害冲突；第三，旧的科研体制的

重重障碍。学术上的争鸣应该鼓励，但来自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压，却是阻

碍创新的最大阻力。 

创新首先就要不循规蹈矩，不人云亦云。事物发生变革的初期，陈旧的观点总

是占据主流，改革者常常是一枝独秀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旧体制往往把改革的

“先锋”变成“先烈”。今天，阻碍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科学技术、

不是人才、而是体制性障碍。 

华大基因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其原因不外乎五点：一是有杨焕明、汪建、王俊

等一批追求科学、敢于担当、勇于冒险、个性鲜明的优秀领军者；二是深圳有一群

有创新动力、有判断力、敢于负责的政府官员；三是华大有独特的人才发现和选育

观；四是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所特有的鼓励创新、容忍失败的环境和文化，吸引了大

批优秀的创新人才；五是华大基因顺应了生命科学、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。 

 

二、生物经济的未来及中国的机遇 

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粮食、营养、医疗、健康、能源、资源和环境等诸多

全球性挑战，将更多地依赖于生物科技的突破和广泛应用。有专家预言，本世纪生

物技术（BT）将取代信息技术（IT），成为对全社会最为重要并可能改变未来工业和

经济格局的技术。生物经济将超过网络经济，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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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、信息经济之后出现的新的经济模式。现在正是生命科学和

生物产业革命性突破的起点，而基因组学是这一突破的基石性和引领性学科。可以

预测，这一突破必将引发人类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变化。 

尽管目前中国的生物经济占 GDP 的比重不大，但发展基础良好，增速很快，“十

一五”期间生物产业的产值年增速超 20%，并在基因工程、生物制药、克隆技术等方

面均有领先技术，加上生物资源丰富，拥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。更为关键的是，

与其它产业相比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小。因此，生物产业的发展是中国面

临的重大发展机遇。 

在生物经济时代，生产资料是各种生物遗传资源，包括植物种子、动物种苗、

微生物种苗、功能基因。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生物经济的战略资源，争夺它们的激烈

程度将不亚于对化石能源的争夺。而基因检测正是生物经济的突破点和基础性工作，

能够提供生物医药、生物育种、干细胞和转基因等子行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信息。 

 

三、华大基因引发的思考 

华大基因是民营机构，却在基础研究做出令世界瞩目的成绩。华大基因运营的

“国家基因库”涵盖了人类、动植物和微生物，将资源库和信息库结合起来，构建

一个标准、规范和平台。华大的发展引发我们思考三个问题： 

第一，关于基础研究和产业。信息技术大大缩短了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化的

距离，传统的、单一的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式，以及从研究到开发、然后技术转移、

产业化的线性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可以说，产业化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前实

现了科学的产业化，彻底打破了科研与产业分离的界限，解决了科研和产业的“两

张皮”的问题。特别是在“大数据”时代，面对“云（计算）+海（量信息）”，面对

源头创新更多来自学科交叉和融合，如何组织和开展基础研究，是对科技界提出的

新挑战。 

第二，关于科研体制改革。创新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，因此在起初阶段技

术多元化非常重要。很多重大的创新往往最初得不到认可、甚至被“主流”排斥。

如何对待这些“非共识”研究项目，是否以及如何给予“非共识”项目发展空间，

才能保护创新的萌芽不要被扼杀？如何改革科研体制才能更加容纳和支持创新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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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构建重大项目决策的问责制（Accountability），让中国产生更多的“华大”？任

何一个心怀国家命运的人都希望这些问题早日予以回答。 

第三，关于政府的作用。一个勇于创新、甘冒风险、敢于担当的政府对于创新

至关重要，深圳市政府在营造鼓励尝试、宽容失败的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上

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经发问“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”，其实华大基因十年前也曾与

上海“失之交臂”。不仅因为深圳给予了资金补助、灵活的机制，更重要的是深圳对

他们“高看一眼，厚爱三分”。深圳市以宽容的文化、敏锐的判断力、灵活的机制营

造了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和氛围，吸引并集聚了一群有创新思想和敢作敢为的人。 

 

四、几点建议 

对于“华大现象”，科学界、教育界不能再沉默了，旧的科研管理体制已经在阻

碍创新的产生，必须进行改革。类似的障碍也不同程度的横亘在其他机构的面前，

包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、南方科技大学、深圳光启研究院等等。 

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之所以难，在于沉疴已久，究其根本还是和体制息息

相关。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是紧密相连的，虽分属两个部门管理，但改革宜从中央

层面并举进行，否则事倍功半。 

和当年小平南巡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，重大的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也

宜由个别区域先行先试，探索改革的经验，然后推而广之。为此，建议选择羁绊较

少、敢于突破的一些区域先行先试，深圳不失为合适的选择。中央和有关部门一边

着手科教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，一边积累并汲取基层探索的经验。“科教特区”重在

先行先试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 

第一、给予体制的特许权。在特区内实行“非禁即入”，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令

禁止的，都允许先行先试。充分放权给特区，包括办学权、招生权、学位授予权、

学术自治权等等。目前一些地区和高效正在开展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，但

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放权问题，恐怕改革效果很难到位。 

在设立科研机构、确定研究方向方面，给予科学家更充分的自主权。引入民营

管理机制，鼓励各类公办的、民营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大胆创新，探索改革的路径和

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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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、营造宽松的环境。在经费支持方式上，加大对于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的

投入，改革过去大量经费只能用来购买设备等，而不能用于支持人本身。要给科学

家“松绑”，改变过去以工程管理的思路来管理人的办法，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。同

时，对于创新型非共识研究项目的尝试、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，也要给予

更大的空间。 

第三、改革学术评价机制。当前倚重 SCI 论文和奖励来评价人的机制已经到了

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加上国际各种认证推波助澜，不仅助长学术腐败，更使得科学精

神沦丧，再如此下去，整个中国知识界将被引向灾难。必须强调在特区内改革学术

评价机制，采用国际同行评议办法，真正实现对科研人员的成果和研究潜力进行评

价。 

第四、构建科学文化，弱化学术权威。科学研究应该是追求真理，而不是盲从

权威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要大力鼓励学术争鸣，要坚决遏制以“行会”的方式来

管理学术团体、以行政权力来打压学术上的不同观点。今年正逢“地洼学说”创立

者陈国达院士诞辰 100 周年，科学界、教育界不应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深刻教训，

唯有反思才能前行！ 

 

 

注：该文主要内容发表在 2012 年 2 月 12 日《科技日报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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